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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公司数字创业是数字经济时代在位企业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是

企业攫取数字机会的创业活动, 但目前缺乏公司创业与数字创业的整合研究, 对公司数字

创业的实现机制探究还不充分。 从组织与环境匹配的视角, 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导

致公司数字创业程度差异的多重因素及组态机制。 运用 367 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表明,
高管团队自省性是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 而技术外溢性的缺失是抑制公司数字创

业的必要因素; 驱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路径有三条, 六个因素构成的三种组态可以催

生高水平的公司数字创业; 抑制公司数字创业的路径有两条, 五个因素构成的两种组态会

抑制公司数字创业且与驱动机制呈非对称因果关系。 研究结论为在位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

开展组织创新活动, 激发组织创业活力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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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 创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创业活动进

入黄金时代, 创业的主体及形式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1]。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来临, 企业在推动

创业的探索方面更加主动且效果显著, 以企业为主体的公司创业活动逐渐成为中国创新创业浪潮的

新动向[2]。 公司创业是企业在维持现有业务和竞争优势基础上, 以拓展新业务或新市场为内核的

创业机会开发与利用行为, 是企业激发活力和推动变革, 以提升环境适应力并化解成长危机的重要

途径[3]。 自 Westfall(1969)发表公司创业相关论文以来[4], 公司创业研究便开始受到管理学界的关

注, 并取得丰富成果[5]。 然而,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 数字技术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全面、 更立

体的创新环境, 进而孕育出更丰富的创业机会[6]。 事实上, 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创业在形态和行

为上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现有公司创业研究对此的重视还略显不足[2]。 Jafari-Sadeghi 等(2021)研
究发现, 由于受路径依赖、 资产专用性以及潜在的内部创新效率低下等因素制约, 成熟企业很难像

新创企业那样灵活地应对技术环境变化, 探索和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创业机会[6]。 同时, 有关数

字创业的研究大多围绕系统层面的数字平台经济和数字创业生态, 以及微观层面的数字创业过程和

数字商业模式两大路径展开[7], 还缺乏面向中观层面即以在位企业为主体的公司数字创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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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现有公司创业或数字创业的研究成果难以对数字时代的公司创业提供有效指引[8]。
从创业视角看, 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战略转型、 创新或新事业开发, 即公司数字创业已经成为数

字化转型时代在位企业持续成长的必然选择[2], 但现有的公司创业研究缺乏数字特征, 而数字创

业探讨又较少涉及企业层面议题。 因此, 探究在位企业如何成功实现公司数字创业便成为兼具实践

与理论必要性的话题。 从本质而言, 公司创业是在位企业为实现组织与环境匹配的战略行为, 是依

据环境变化而展开的组织调整活动[9], 既包含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 又涉及战略决策的制定与

实施, 充分体现战略分析框架中组织与环境匹配的理论逻辑。 因而对公司数字创业的研究需要将创

业与战略的思想进行结合, 融入环境与组织因素的动态匹配, 在凸显创业情景与要素的同时体现战

略视角与框架[10], 充分体现公司数字创业是 “数字技术影响下创业机会的攫取” 和 “组织因素驱

动下战略行为的实施” 两种机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对传统对称分析工具的补充, 它考虑了所有先行条件相互依赖的可能

性, 并揭示了对结果变量来说足够多的条件组合, 从而增强对创业现象更为精细的理解, 并为构建

有关这些现象的新理论提供了实证基础[11]。 根据以上分析, 本研究试图整合公司创业与数字创业

的研究观点, 基于配置理论思想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从组织与环境因素匹配的战略分析框架探

讨促进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因素及效应机制。 相关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丰富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司创业

研究, 还能够从中观层面拓展数字创业的分析路径。

二、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一)公司数字创业

公司创业概念由 Westfall(1969)首次提出[4], 随后 Miller(1983) [12]、 Zahra(2009)等[13]、 戴维奇

(2015) [10]等国内外学者将这一研究主题推向深入。 公司创业既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研究领域, 也可以

被视为一个理论构念[14]。 作为研究领域的公司创业包括创业导向、 战略创业、 创业精神和内创业

等[15]。 从理论构念上讲, 公司创业是指企业为获得可持续发展, 实现长期战略目标, 在现有企业内

部进行的与技术、 产品及市场等革新密切相关的创业活动, 是建立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基

础[12]。 事实上, 创业的逻辑起点是寻求创业机会, 而公司创业则是企业在现有资源条件基础上, 寻

求新的创业机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益的战略过程[16]。 公司创业与个体创业不同, 它是在现有组织

内部开展新业务和创新活动的过程, 是凭借企业已有资源的支撑, 将新的想法付诸行动的过程, 不仅

涉及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 还涉及对组织现有结构、 人员、 资源的重组, 甚至是创造性破坏[17]。
随着对公司创业内涵理解的深入, 公司创业已经由最初的在位企业内部创业及新业务开发等创

造活动这一单一概念演化为包含战略创业、 公司冒险、 产品创新、 风险承担等要素的多维构念。
Miller(1983)用创新、 先动性和风险承担三项内容概括企业内部的创业现象[12]; 也有学者从新业务

开发、 自我更新、 创新性和先动性四个维度来讨论公司创业过程及其绩效输出[18]。 总的来说, 公

司创业的战略更新、 风险投资和创新三个维度结构得到了更多研究的支持[19][20]。 可见, 基于不同

研究情景和分析对象, 公司创业作为一个多维构念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要素, 但是战略层面的持续更

新、 聚焦内部或外部的新事业开发以及组织创新仍然是公司创业的核心维度。
数字技术的兴起引发了传统创业模式的改变, 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创业资源, 催生新的创业机

会, 还降低了创业的门槛, 诱发创业活动的产生[21]。 数字创业融合了技术与创业要素, 是技术创

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代表, 其本质是通过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造性开发重构经济关系来实现

技术的 “商业化” [22]。 事实上, 数字创业早期被视为信息技术加速数字化企业成长的创业过程, 随

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其明确为利用新的数字组件、 基础设施和平台来寻求与转换创业机会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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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23]。 同时, 针对 “谁在开展数字创业” 这一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发现, 数字创业主体大都是围绕

数字创业者和创业团队展开探讨, 缺乏以企业为主体的数字创业研究[24]。
数字创业不同于传统创业, 它改变了传统创业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 数字技术催生

了新的创业机会并加速了创业过程, 进而能激发更强的创业意愿和更大的创业热情; 另一方面, 企

业边界的模糊使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加灵活, 从而能获得更强的适应性[23]。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

试图整合公司创业与数字创业的理论观点探讨以企业为主体的数字创业活动[20][23], 认为公司数字

创业是在位企业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利用数字平台和技术创造攫取新的商业机会, 以获

取、 维持或强化竞争优势的新价值创造过程。 公司数字创业涵盖数字战略生成、 数字化创新和数字

业务开发三个维度: 数字战略生成反映以数字为内核的战略更新, 数字化创新代表企业利用数字技

术展开的产品、 流程及组织革新, 而数字业务开发则表明企业利用内创业、 风险投资或并购等方式

创造全新数字产品或服务的过程。
(二)高管团队因素

公司创业是企业战略层面的创新及价值创造活动, 集中体现为 “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 和

“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 两类机制的互动融合[3][10], 因而受到高管团队特性的直接影响[25]。 高管

团队成员的受教育背景、 异质性、 专长性、 经验水平等均已被视为团队特性的重要内容, 并在驱动

公司创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6]。 考虑到公司创业是高度先动性、 创新性和风险性的价值创造活

动, 具备持续创造和试错的特征[2][18], 因而本研究从团队动态性和自省性两方面探究高管团队在

驱动公司数字创业方面发挥的作用。
团队动态性反映团队成员之间交互的质量和数量, 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基础[27]。 高管团

队动态性主要包含沟通、 冲突、 凝聚力及团队决策等方面, 是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及高管团队与中层、
基层团队的互动, 有助于资源的识别、 重新配置并引发组织创新及变革[28]。 在公司数字创业过程中,
高管团队具备高水平的动态性能够促进团队成员共同参与, 分享信息并形成团队共识, 进而提升组织

决策质量。 在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下, 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和职责的团队成员倾向于从不同角度认知外部

环境, 进而极大降低创业项目的失败率[27]。 Jawabri(2020)对团队创业的研究表明, 创业团队的动态

性对创业绩效有促进作用[29]。 在公司数字创业过程中, 面对持续变化的技术环境, 高管团队动态性

有助于强化成员间的信息沟通、 知识分享和集体决策, 提升战略决策和实施的有效性。
团队自省性是指团队成员公开地对团队目标、 战略和流程进行反思和交流, 并使其适应当前或

预期环境的程度[30]。 通过团队反思, 团队成员不仅能够自我洞悉和审视, 挖掘自身存在的问题,
促进团队变革, 还能够通过交流和互动, 使个人拥有的信息、 知识和技能过渡为集体的信息、 知识

和技能, 进而提升团队的资源识别和应用能力, 最终增强组织创新水平[31]。 公司数字创业是具有

高度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 需要高管团队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持续的改进和修正, 以确保组

织内外部要素的最大限度匹配[8]。 李巍等(2020)指出, 团队反思行为不仅能够促进团队内部知识、
经验、 技能的交流和共享, 在激发创新灵感的同时促使企业不断推出新业务或诱发战略变革, 而且

集体地识别、 加工和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促进团队根据内外部组织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现有工作

思路和流程[32]。 可见, 在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下, 高水平的高管团队自省性能使企业在不断试错中

及时纠正、 快速迭代, 进而对公司数字创业产生积极效应。
(三)决策因素

不同的决策方式决定了企业战略行为的选择及效果, 而公司创业作为企业战略行动, 与决策制

定的关联早已被证实[33]。 公司数字创业是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中的重要战略抉择, 涉及资源配置、
部门协同和组织调整等多方面内容, 因而必然受到企业决策因素的影响。 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是决

策者在资源约束和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决策时所采用的两种不同决策方式[34]。 在创业情境下,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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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决策逻辑哪个更有效, 现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认识。 Hauser 等(2020)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明确

指出, 决策方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公司规模, 而是基于决策情景, 企业需要具备依据决策情景在因

果逻辑和效果逻辑之间进行切换的能力[35]。 因此, 本研究将决策方式视为企业决策因素的重要内

容, 探究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在促进公司数字创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因果逻辑作为决策的预测逻辑, 涵盖环境调研分析以及战略计划、 实施与控制等行动环节[34]。

就本质而言, 因果逻辑类似于古典计划学派的思想, 代表创业与商业研究的传统观点, 即决策者首

先设定目标, 然后寻求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35]。 在公司创业过程中, 采取因果逻辑进行决策的企

业强调以目标为导向, 以收益最大化为原则, 并在对环境进行竞争性分析、 预测和规划基础上, 选

择最可行的手段去实现既定目标。 周翔等(2018)研究表明, 不确定性容忍度高的企业在复杂多变

的环境中能够正确看待风险事件, 并汲取经验教训以推动创业活动进一步获得竞争优势[36]。 可见,
因果逻辑可以促使企业通过 “目的 手段” 有效关联, 明确公司数字创业的愿景及目标, 选择可行

的创业手段和路径, 进而实现企业的持续创新或新事业开发。
效果推理遵循创业资源导向的非预测逻辑, 是在目标模糊、 环境动荡、 未来难以预测甚至无法

预测的情况下, 指引企业进行思考、 选择和行动的决策方式[37]。 Sarasvathy(2001)在首次提出效果

逻辑的概念时便指出, 可承受损失、 战略联盟、 利用权变以及控制而非预测未来被认为是效果推理

的四个关键变量[34]。 效果逻辑认为, 成功的创业者不会试图去预测结果, 而是控制逻辑, 即创业

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环境并获取创业成功[37]。 在效果逻辑驱动的公司创业过程

中, 企业倾向于在现有资源基础和社会网络的基础上, 不断寻求有利的创业机会, 并努力创造意想

不到的价值[38]。 因此, 在公司数字创业过程中, 效果逻辑侧重于创造未来而非预测未来, 坚持手

段导向而非目的导向, 利用现有资源大胆试错、 不断尝试, 努力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 帮助企

业在数字化时代运用数字机会实现战略跃升和价值创造。
(四)环境因素

早期的公司创业研究已明确, 环境的感知特征而非客观特征显著影响公司创业活动: 一方面, 环

境影响企业在特定产业中开展公司冒险和战略更新的机会丰裕程度; 另一方面, 高管对环境特征的认

知状态决定企业对公司创业的追寻水平[39]。 中国转型经济为创业活动带来了动态的制度环境, 政策

持续演变深刻影响着创业行为, 因而政策因素在公司创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 同时, 数字创业

有别于传统创业, 它受技术机会驱动并植根于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过程, 因而受到技术环境特征的影

响[24]。 因此, 本研究从政策稳定性和技术外溢性两方面分析公司数字创业过程所镶嵌的外部环境。
政策稳定性是指在政策实施期限范围内, 政策制定者维护政策的权威性、 持续性和一致性, 坚持

非重大、 特殊原因不废除或深度调整政策的一种环境条件, 具体表现在政策内容的继承性、 政策实施

的持续性、 政策实施持续时间的适度性及政策实施过程的整体连贯性等方面[40]。 创业成功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稳定的政策环境, 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中的创业者而言更是如此[41]。 稳定的政策能够降低

创业者的风险感知, 增强创业收益的可预期水平, 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产生。 Macpherson 等(2021)通
过对智利和新西兰两国本土创业的对比研究发现, 更强的政策稳定性和经济繁荣更能催生创新性商业

模式以及更积极的创业活动[42]。 事实上, 公司创业比个体创业有更大的资源投入, 同时还面临着对

现有市场位势的维护, 因而更需要降低潜在风险。 张萌萌等(2016)分析表明, 稳定且有效的政策、 法

律等制度体系更能促进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公司创业活动开展[43]。 因此, 政策环境作为影响企业经营

决策的关键外部环境, 对企业的创新和战略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对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企业而

言, 稳定的政策环境是推动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开展公司创业活动的重要外部支撑。
技术外溢通常是指知识和技术从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或地区 “有意” 或 “无意” 地传递至技术

水平较低的企业或地区, 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成果在行业或跨行业伙伴之间进行的市场化传播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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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44]。 技术外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 技术转让与合作、 劳动力流动等形式实现, 它能够使技术开发

主体外的企业受益。 知识溢出创业理论认为, 知识的外溢使分享和获取新的技术知识变得可能, 进而

产生更广泛的创业机会, 并催生更多有价值的创业活动[45]。 在公司数字创业活动中, 技术资源是决

定创业活动是否启动以及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技术资源与市场机会的高度匹配更容易诱发公司

创业活动的展开。 尤为重要的是, 创业企业都不可能具备完成创业活动的全部数字技术资源, 因而需

要从外部获取技术知识。 当行业内技术资源外溢性较高时, 企业识别、 筛选和转化外部技术资源的难

度就会大大减弱, 进而推动企业运用新技术开展创新及新事业开发[46]。 由此可见, 数字技术的外溢

是推动公司数字创业的外部技术力量, 是驱动和塑造公司数字创业过程的关键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高管团队、 决策及环境因素与数字公司创业的联动机制模型

(图 1), 并将进一步探讨上述组织与环境因素匹配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

图 1　 环境与组织因素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联动机制

三、 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与问卷开发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研究数据, 所涉及的变量测量均借鉴或改编自成熟测量工具。 研究

整合有关公司创业和数字创业的理论观点, 借鉴 Nambisan(2017) [23]、 徐广平等(2020) [20] 以及 Ja-
fari-Sadeghi 等(2021) [6]的分析思路和测量工具, 从数字战略生成、 数字化创新和数字业务开发三

方面对公司数字创业进行测量。 团队动态性的测量工具改编自 Gelbard 和 Carmeli(2009) [27] 及 Pres-
bitero 等(2017) [28]的研究量表, 关注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 冲突、 凝聚力及团队决策质量。 团

队自省性的测量借鉴李巍等(2020)的测量工具[32], 聚焦团队成员对企业目标、 战略和流程的反思、
交流以及调整水平。 研究借鉴 Chandler 等(2011) [37]、 Futterer 等(2018) [38] 开发的测量工具对因果

逻辑和效果逻辑进行测量, 前者立足预测逻辑, 体现目标导向、 关注计划与控制; 后者强调非预测

逻辑, 聚焦手段导向, 关注可承受损失、 战略联盟、 利用权变和控制而非预测未来。 政策稳定性的

量表改编自彭华涛等(2017)的测量工具[40], 突出政策制定的持续性和一致性, 以及政策实施过程

的整体连贯性; 技术外溢性的测量借鉴 Giudice 等(2019)的量表[44], 主要关注企业间对数字技术的

合作、 分享转让水平。
此外, 研究将企业年龄、 规模及行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 企业年龄分为 5 组, 具体赋值

如下: 42 个月以下 = 1, 42 个月至 5 年 = 2, 6—10 年 = 3, 11—20 年 = 4, 20 年以上 = 5; 企业规

模以正式员工的数量进行赋值: 50 人以下 = 1, 50—149 人 = 2, 150—299 人 = 3, 300—499 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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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人及以上 = 5; 行业性质主要依据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属性进行赋值: 产品为主、 服务为辅 = 1,
单纯产品 = 2, 服务为主、 产品为辅 = 3, 单纯服务 = 4。 除控制变量外, 所有变量的测量均使用李

克特 5 点量表进行评价(1 =完全不同意, 5 =完全同意)。
在完成问卷开发后, 通过预调研来获取数据以对初始问卷进行修正和完善。 研究在某重点大学三

个 EMBA 班发放问卷 1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78 份。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运用 “相关系数平方

(SMC)小于 0. 5” 和 “修正问项总相关系数(CITC)小于 0. 4” 两项评价指标, 删除测量贡献较小的问

项, 并根据预调研反馈对问项措辞进行完善, 最终形成主体部分包含 42 个问项的调查问卷。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问卷调查在专业市场研究机构协助下展开, 主要面向成渝、 京津、 江沪和广深四个地区的企业

进行数据收集。 上述四个区域分别处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地区, 能够较好地代表中国企业发

展的整体状况, 因而是综合考虑科学性和可行性基础上比较理想的抽样框。
数据收集的具体步骤包括: 首先, 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帮助下, 按照每个区域 200 家企业的配额

获取企业名单, 并联系企业征询参与此次调研的意愿, 进而形成被访企业名单。 然后, 根据企业意

愿选择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两种方式, 向被访企业负责人发放调研问卷并进行回收。 最后, 对调研

问卷进行整理、 复核, 并对缺失项尽可能展开补充调查, 最终形成本研究的数据库。 调查历时三个

月, 累计发放调研问卷 800 份, 回收 392 份, 其中有效问卷 367 份, 有效回收率为 45. 9% 。 研究将

不同收集方式和区域获取的数据分组进行方差分析, 未发现组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样本企业基本

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企业情况

变量特征 样本区间

企业年龄 < 42个月 42个月 - 5年 6 - 10年 11 - 20年 20年以上

数量 47 53 77 104 86
占比 / % 12. 8% 14. 4% 21. 1% 28. 3% 23. 4%
企业规模 < 50人 50 - 149人 150 - 299人 300 - 499人 500人及以上

数量 58 83 76 85 65
占比 / % 15. 8% 22. 6% 20. 7% 23. 2% 17. 7%
行业性质 产品为主 / 服务为辅 单纯产品 服务为主 / 产品为辅 单纯服务

数量 115 73 82 97
占比 / % 31. 4% 19. 9% 22. 3% 26. 4%
所在区域 成渝地区 京津地区 江沪地区 广深地区

数量 109 98 65 95
占比 / % 29. 7% 26. 7% 17. 7% 25. 9%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面, 根据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原理, KMO 值大于 0. 7 即为合格。 本研究

数据分析结果 KMO 值为 0. 94, 且 Bartlett 球形度近似检验卡方值为 7368. 072, 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

度近似检验(df 为 861, p 为 0. 000), 说明该样本数据可做探索性因子分析。 同时根据因子特征值

大于 1,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 7 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69. 801% , 超过 60%的方差贡献率标准, 说明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的因子是可以接受的。
(三)信效度分析

研究运用 SPSS 和 AMOS 分析软件进行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首先, 采用修正问项总相关系数(CITC)方法评估测量问项, 结果显示(表 2), 量表单项与总体相

关系数(CITC)均高于 0. 4 水平; 其次, 运用 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程度, 结果显

示(表 2), 所有变量的 α 系数位于 0. 826—0. 927 之间, 均大于 0. 8 水平, 表明测量问项具有较高

的相关性和内部一致性, 整体信度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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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和收敛效度检验

变　 量 测量问项 因子载荷 CITC AVE

公司数字创业

(α = 0. 927)

企业为了运用数字技术,对原有业务进行重组和调整

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改变原有的竞争策略或方法

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确定新的目标市场

企业将数字化融入组织愿景或战略目标

企业不断投资于数字技术的开发

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取数字技术或业务

企业积极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新业务开发

企业成立与数字技术应用相关的新业务部门

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对原有产品 / 服务进行创新

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工作或生产效率

为运用数字技术,企业对组织结构、制度和文化进行革新

企业运用数字技术革新了内部业务流程

0. 828
0. 837
0. 768
0. 732
0. 807
0. 722
0. 815
0. 804
0. 705
0. 693
0. 711
0. 807

0. 703
0. 693
0. 652
0. 638
0. 764
0. 657
0. 609
0. 637
0. 691
0. 589
0. 685
0. 729

0. 594

高管团队动态性

(α = 0. 837)

团队成员愿意在彼此交流时分享他们的问题或疑惑

团队成员会坦率指出其他成员的不足或错误

团队成员在具体任务上会存在不同意见

团队成员相互整合或交换资源和信息

0. 781
0. 768
0. 752
0. 722

0. 635
0. 617
0. 624
0. 681

0. 572

高管团队自省性

(α = 0. 868)

团队成员定期探讨有效合作的途径

团队成员经常调整目标来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

团队成员会经常审视工作方法,以便高效地完成工作

团队成员能够分辨自己的优势及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

团队成员对改善工作的方式持开放态度

0. 783
0. 749
0. 801
0. 729
0. 651

0. 682
0. 701
0. 714
0. 627
0. 593

0. 554

因果逻辑(α = 912)

我们通常会制定战略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能力

我们慎重研究和选择目标市场,并进行竞争分析

对于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清晰而一致的愿景

我们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由预期回报驱动的

我们详细设计并规划了业务战略

企业推出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往往与我们最初想法保持一致

0. 804
0. 812
0. 752
0. 735
0. 689
0. 673

0. 695
0. 704
0. 638
0. 612
0. 569
0. 586

0. 557

效果逻辑(α = 0. 847)

随着机会的出现,我们不断地调整业务

企业推出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往往与我们最初想法大相径庭

我们倾向于保持灵活,以利用意想不到的机会

我们不断尝试不同的产品或商业模式

我们与客户、供应商和其他组织签订大量协议,以减少不确定性

我们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能承受多大损失决定的

我们评估拥有的资源和手段,并考虑选择不同资源组合

0. 787
0. 751
0. 728
0. 694
0. 679
0. 692
0. 763

0. 642
0. 615
0. 603
0. 597
0. 635
0. 587
0. 620

0. 531

政策稳定性

(α = 0. 911)

政府一直以来都高度关注数字技术相关政策

不同时间段出台的数字技术相关政策具有较强一致性

不同部门制定的数字技术相关政策具有较强一致性

政府不断地根据情况变化对数字技术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0. 813
0. 807
0. 796
0. 772

0. 725
0. 792
0. 713
0. 667

0. 636

技术外溢性

(α = 0. 826)

本行业企业间经常开展数字技术相关的联合攻关

本行业企业间经常进行有关数字技术的授权

本行业企业间经常进行有关数字技术专利的转让

本行业企业间经常进行开展数字技术方面的交流

0. 725
0. 807
0. 681
0. 717

0. 632
0. 729
0. 609
0. 602

0. 539

效度检验从内容效度、 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三个方面考察。 首先, 研究对变量的测量问项均借

鉴或改编自成熟量表, 并充分结合数字化情景和预调研反馈对问项措辞进行修正, 进而确保变量测

量的内容效度。 其次,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的收敛效度进行检验(表 2), 结果表明所有问项

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 0. 5 水平, 说明测量问项聚合于相应因子的水平较高, 收敛效度也比较理

想。 最后, 使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和平均变异提取量(AVE)平方根两项指标评价测量的判别效度,
数据结果表明(表 3), 任意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等于 1, 且 AVE 值平方根均大于所对应概念的相

·58·

李　 巍等　 环境与组织因素影响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研究



关系数绝对值, 表明测量的判别效度较好。

表 3　 测量的信度与判别效度检验

变　 　 量 均值 1 2 3 4 5 6 7

1. 公司数字创业 4. 175 0. 771

2. 高管团队动态性 3. 945 0. 218∗∗ 0. 756

3. 高管团队自省性 4. 021 0. 192∗ 0. 107 0. 744

4. 因果逻辑 4. 106 0. 256∗∗ 0. 096 0. 075 0. 746

5. 效果逻辑 3. 862 0. 308∗∗∗ 0. 114 0. 083 - 0. 127 0. 729

6. 政策稳定性 3. 573 0. 312∗∗∗ 0. 063 0. 102 0. 185∗ 0. 074 0. 797

7. 技术外溢性 3. 927 0. 175∗ 0. 112 0. 109 0. 008 0. 163∗ 0. 138 0. 734

　 　 注: 对角线加粗数字为 AVE 值平方根; ∗表示 p < 0. 05, ∗∗表示 p < 0. 01, ∗∗∗表示 p < 0. 001。

四、 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变量校准

研究首先进行变量校准, 即为案例赋予集合隶属。 把变量校准为集合, 需要依据由理论和实际

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 3 个临界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 转变后的集合隶属介于 0
- 1 之间。 参照 Fiss(2011)的方法建议[47], 研究将 6 个条件变量和 2 个结果变量的完全隶属、 交叉

点、 完全不隶属三个锚点分别设定在样本数据分布的 75% 、 50% 、 25% , 其中非高水平公司数字

创业的校准规则与原集合相反。 运用 fsQCA3. 0 软件进行隶属度赋值, 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变量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目标集合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高管团队因素

决策因素

环境因素

团队动态性(TD)
团队自省性(TF)
因果逻辑(CA)
效果逻辑(EF)
政策稳定性(PS)
技术外溢性(TS)

高水平团队动态性

高水平团队自省性

强调因果逻辑决策

强调效果逻辑决策

高度的政策稳定性

高度的技术外溢性

4. 6
4. 5
4. 5
4. 2
4. 6
4. 2

3. 2
3. 7
3. 8
3. 1
3. 8
3. 2

1. 8
1. 9
2. 5
2. 1
1. 7
1. 9

结果变量 公司数字创业(CDE)
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 4. 3 3. 3 1. 8
非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 1. 8 3. 3 4. 3

(二)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是某个特定结果的一个超集, 如果条件被包括在真值表分析中, 可能会在纳入 “逻
辑余项” 的解中被除去, 即必要条件可能被简约解消除。 因此, 参考徐广平等(2020)的方法[20],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间对高 /非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 必要条件的一致性结论显

示(表 5), 高团队自省性(TF)的一致性超过 0. 9 水平, 表明高水平的高管团队自省性是形成高水

平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 而低技术外溢性( ~ TS)的一致性为 0. 913, 说明缺乏技术外溢性是非

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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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 CDE 非高 CDE
一致性 覆盖率 一致性 覆盖率

高管团队动态性
TD
~ TD

0. 835
0. 419

0. 828
0. 405

0. 629
0. 757

0. 633
0. 664

高管团队自省性
TF
~ TF

0. 962
0. 308

0. 954
0. 335

0. 327
0. 753

0. 336
0. 793

因果逻辑
CA
~ CA

0. 729
0. 423

0. 814
0. 327

0. 472
0. 563

0. 485
0. 553

效果逻辑
EF
~ EF

0. 815
0. 431

0. 789
0. 445

0. 308
0. 815

0. 312
0. 748

政策稳定性
PS
~ PS

0. 706
0. 537

0. 712
0. 522

0. 527
0. 737

0. 504
0. 733

技术外溢性
TS 0. 824 0. 730 0. 497 0. 506
~ TS 0. 603 0. 597 0. 913 0. 909

　 　 注: ~ 表示逻辑运算的 “非”。 下同。

(三)组态分析

在必要条件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将其他条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 进一步探讨驱动高 /非高水平

公司数字创业的条件组态。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会得到三类解: 复杂解、 简约解和中间解。
其中, 复杂解不包含 “逻辑余项”; 简约解包含 “逻辑余项”, 但不评价其合理性; 中间解仅限于

将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 “逻辑余项” 纳入解。 中间解的一个重要优点是不允许消除必要条件,
因而优于另外两种解, 本研究依据一般惯例选择中间解进行分析。

使用 fsQCA3.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将解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 8, 选择频数位为 1。 数据结

论显示(表 6), 产生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有三条, 分别是 H1: TF∗CA∗ ~ EF∗PS, H2:
TD∗TF∗ ~ CA∗EF∗ ~ PS, H3: TD∗TF∗PS∗TS。 上述三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别是 0. 952、
0. 949、 0. 958, 表明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且模型解的一致性和覆盖率分别为 0. 927 和 0. 863, 说明

其是促进公司数字创业的充分条件, 较高程度解释了产生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主要原因。 同时,
结论表明导致非高水平公司创业的组态有两条, 分别是 NH1: ~ TF∗EF∗ ~ TS, NH2: ~ TD∗PS
∗ ~ TS, 模型解的一致性为 0. 935, 覆盖率也达到 0. 772, 表明在较高程度上解释了非高水平公司

数字创业的主要原因。 结论表明, 驱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有三种, 其中团队自省性是必要

条件, 均在每个组态中出现, 这也与前述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相符合。

表 6　 驱动高 /非高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结果

条件变量
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High CDE)

H1 H2 H3
非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Not High CDE)

NH1 NH2
团队动态性(TD) · · 􀱋
团队自省性(TF) ● ● ● 􀱋
因果逻辑(CA) · 􀱋
效果逻辑(EF) 􀱋 ● ·

政策稳定性(PS) · 􀱋 ● ·
技术外溢性(TS) · 􀱋 􀱋

一致性 0. 952 0. 949 0. 958 0. 963 0. 937
覆盖率 0. 653 0. 602 0. 749 0. 548 0. 608

唯一覆盖率 0. 127 0. 093 0. 162 0. 232 0. 173
解的一致性 0. 927 0. 935
解的覆盖率 0. 863 0. 772

　 　 注: ●表示核心条件出现, 􀱋表示核心条件不出现, ●表示边缘条件出现, 􀱋表示边缘条件不出现, 空格表示变量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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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组态 H1 中, 无论高管团队动态性和技术外溢性是否存在, 拥有高的团队自省性(核心条件)
及高的因果逻辑和政策稳定性(边缘条件), 且效果逻辑不出现(核心条件), 便可以促进高水平的

公司数字创业。 在组态 H2 中, 无论技术外溢性是否存在, 拥有高的团队自省性和效果逻辑(核心

条件)及高的团队动态性(边缘条件), 且因果逻辑和政策稳定性不出现(边缘条件), 便会产生高水

平的公司数字创业。 在组态 H3 中, 无论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是否存在, 拥有高的团队自省性和高

的政策稳定性(核心条件)及高的团队动态性和技术外溢性(边缘条件)都将产生高水平的公司数字

创业。
同时, 在导致非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两种组态中, 缺乏技术外溢性是必要条件。 在组态

NH1 中, 在缺乏技术外溢性(核心条件)和团队自省性(边缘条件)且出现效果逻辑(边缘条件)时,
公司数字创业就会被抑制。 在组态 NH2 中, 在缺乏技术外溢性和团队动态性(核心条件)且出现政

策稳定性(边缘条件)时, 公司数字创业活动同样也会被抑制。

五、 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基于组织与环境因素匹配的分析框架, 从高管团队、 决策和环境因素三方面探究驱动公司

数字创业的组态机制。 通过对 367 份企业数据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 不存在单一核心条件

促成公司数字创业, 但高管团队自省性和技术外溢性在驱动或抑制公司数字创业方面扮演关键角

色。 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 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路径有三条, 其中, 团队自省性是必要条件。 组态 H1(TF∗

CA∗ ~ EF∗PS)表明, 无论在位企业的高管团队是否具有动态性, 面临的技术环境是否具有外溢

性, 只要企业高管团队具备自省性, 一旦政策环境稳定, 就可以运用因果逻辑的决策方式推动公司

数字创业活动。 Schippers 等(2015)的研究已经表明, 团队自省性能够增强组织对外界的适应性,
进而强化组织创新性[31], 而聚焦预测的因果逻辑能够在政策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条件下驱动公

司数字创业活动的开展。 组态 H2(TD∗TF∗ ~ CA∗EF∗ ~ PS)表明, 无论技术外溢性是否存在,
在位企业一旦面临不稳定的政策环境, 需要摒弃因果逻辑的决策方式, 运用效果决策逻辑并强化高

管团队动态性和自省性, 便能驱动公司数字创业。 这一结论明确了效果逻辑作为驱动创业活动的主

要决策逻辑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关键价值, 以及强化高管团队的决策反思与调整、 沟通与互动在驱

动公司数字创业方面的重要性。 组态 H3(TD∗TF∗PS∗TS)表明, 无论选择因果逻辑还是效果逻

辑, 只要组织内高管团队具备动态性和自省性, 且组织外的政策稳定、 技术具备外溢性, 就能够驱

动高水平的公司数字创业。 这一结论既表明公司数字创业是高管团队因素与环境因素有效匹配的产

物, 又说明两种决策方式是否能够驱动公司数字创业, 并不在于决策方式本身, 而在于决策方式与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匹配。 相关结论从公司创业的研究情景支持了有关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的比较研

究结论[34][38]。
第二, 抑制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路径有两条, 其中, 技术外溢性缺失是必要条件。 组态 NH1

( ~ TF∗EF∗ ~ TS)表明, 当在位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缺乏技术外溢性, 即企业之间的联合攻关、
技术合作和转让活动较少, 同时高管团队又缺乏自省性时, 使用效果逻辑进行决策便会阻碍公司数

字创业活动的发生。 这一结论表明, 当在位企业面临的外部技术环境不确定, 同时高管团队又缺乏

持续的组织学习和战略修正能力, 运用手段导向的非预测逻辑决策风格可能会抑制组织内的创新及

新事业开发活动。 组态 NH2( ~ TD∗PS∗ ~ TS)表明, 当在位企业的高管团队缺乏动态性, 且外部

环境政策稳定但技术合作和分享难以实现时, 就会抑制公司数字创业行动的开展。 这一结论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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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动态性体现为沟通、 冲突、 凝聚力及团队决策等方面, 在驱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 尤其是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取技术资源和知识时, 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是从内部生成组织

知识的必要条件[27]。 正如 Jawabri(2020)所指出那样, 在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下, 创业团队的动态性

与组织创新性和创业绩效密切相关[29]。
第三, 通过公司数字创业的驱动和抑制机制跨组态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因果逻辑与效果逻辑作

为决策方式的两种类型, 在同一时间具有互斥性, 即在位企业可以依据不同情景选择其中一种决策

逻辑来开展战略决策与资源配置行动, 但无法同时整合使用两种决策逻辑来成功推动公司创业活

动。 这一结论也从公司创业的分析视角支持了 Hauser 等(2020)所提出的观点, 即企业应依据不同

情景在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之间进行决策风格转换[35], 有力支持了 Futterer 等(2018)在决策风格

与公司风险投资的关系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38]。
(二)研究价值与启示

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探究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 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价

值, 主要体现在: 首先, 研究整合公司创业和数字创业的理论观点, 提出公司数字创业的概念并进

行维度界定, 既拓展了数字创业的行动主体, 又丰富了公司创业的分析情景, 凸显了数字时代公司

创业研究的新趋势。 其次, 研究基于环境与组织因素匹配的视角, 识别六个关键变量, 构建了三条

驱动机制和两条抑制机制, 丰富对公司创业和数字创业驱动机制的理解, 尤其是运用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 突破了以往公司创业前置因素研究的统一对称性假定, 识别出驱动或抑制公司数字创业若干

机制的差异性。 最后, 研究将因果逻辑和效果逻辑与公司创业进行整合, 明确了两种决策逻辑在不

同内外部情境下的差异化作用, 进一步丰富了自 Sarasvathy(2001)以来的相关研究[34], 并从公司创

业的分析视角, 为两种决策方式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支持。
同时, 研究相关结论为在位企业促进公司数字创业提供了管理启示, 主要包括: 第一, 公司数

字创业存在多种实现路径, 但是高管团队自省性是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前提。 因此, 高管团队

要建立学习文化和反思机制, 避免战略自负, 在开创新事业的过程中, 持续学习、 不断修正。 第

二, 以预测为特征的因果逻辑和以创造为特征的效果逻辑是公司战略决策的重要风格, 二者在公司

数字创业中并没有优劣好坏之分, 企业需要根据不同的组织内外部因素, 选择不同的决策方式, 更

需要依据政策和技术环境, 以及组织资源条件的变化, 在两种决策方式之间进行切换。 第三, 高管

团队在推动在位企业的公司数字创业活动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建立具有高度动态性和自省性的高管

团队, 是驱动公司数字创业的领导基础和组织保证。
(三)研究局限与建议

研究从组织与环境因素匹配的视角探究了驱动公司数字创业议题, 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主

要包括: 在条件变量方面, 本研究从高管团队、 决策和环境三类因素中选择了六个变量进行组

态分析, 事实上, 公司数字创业是复杂且重要的组织创新与创造活动, 必然深受企业内外方方

面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变量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以丰富对公司数

字创业驱动机制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方面, 虽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虑了所有先行条件相互依

赖的可能性, 并揭示了对结果变量来说足够多的条件组合, 增强了对公司数字创业现象的理解,
但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因而需要运用综合结构方程模型、 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完善

对公司数字创业驱动机制的理解。 在数据分析方面, 由于方法论及数据样本量的限制, 本研究

未比较不同年龄、 规模及行业特性企业之间在公司数字创业实现机制方面的差异性, 因此需要

在后续研究中深化对不同类型(如所有制形式)、 不同规模(如大型与中小型企业)在位企业实施

公司数字创业的机制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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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the key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as Chinav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nter the golden age, the main body and
the form of entrepreneurship have shown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he management field,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en-
trepreneurship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concern and has achieved rich results. However,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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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 economy era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its form and behavior. In addition,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path de-
pendence, asset specificity, and potential low intern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t is difficult for mature enterprises to flexibly re-
spond to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s new enterprises do, and explore and utilize th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
ti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 lacks the research on the corporat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CDE) at the meso level, that is, the research on corporat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incumbent enterpri-
ses as the main bod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or digital entrepre-
neurship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D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incumbent companies to obtai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digital e-
conomy era, and is 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or companies to seize digital opportunities.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lacks integration, and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study on the promoting
mechanism of CDE. Therefore, this study, which combines the idea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y, integrates the dynamic
matching of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highlights entrepreneurial scenarios and elements, and reflects the strate-
gic perspective and framework, thus fully revealing that corporat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mechanisms, namely, “seiz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m-
plementing strategic behavior driven by organizational factor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matching, this paper uses fuzzy 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s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mechanisms that lead to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CDE.
It also measures the company􀆳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ree aspects of digital strategy generatio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obtain the research data.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takes
the age, scale and industry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as the control variables. After completing the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it applies the preliminary survey to obtain data to modify and improve the initial questionnaire. Finally, after the survey ques-
tionnaires are sorted out and reviewed, the supplementary survey is conducted on the missing items, and the final form of the
database of this study is formed. The survey for the study lasted for three months. A total of 8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
ted and 392 were recovered, including 367 valid ones,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45. 9% .

The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are as follows: the TMT reflexivity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hat drives
the CDE, while the lack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is a necessary factor to inhibit the CDE; there are three paths that drive high-
level CDE, and the three configurations of the six factors can drive high-level CDE; meanwhile there are two paths to inhibit
CDE, and the two configurations of the five factors will inhibit CDE, and have an asymmetric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driv-
ing mechanism.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cross configur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and inhibiting mechanisms of
corporat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ausal logic and the effect logic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incumbent enterprises can choose one of the decision-making logic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enarios to carry out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ctions, but cannot integrate and use the two kinds of decision-making logic to suc-
cessfully promote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fsQCA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that
driv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conclu-
sions provide management inspiration for incumbent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stimulat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 words: Corporate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op Management Team; Policy Stability;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De-
cision Logic; FSQCA

(责任编辑: 闻　 毓)

·29·

　 财经论丛　 2023 年第 1 期


